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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布劳 － 邓肯的经典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把教育水平作为阶层地位再
生产的中间变量，却忽视了教育分流的效应。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
中，中学教育分流对阶层地位的再生产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对 2008 年“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8) 数据的分析显示，曾就读重点初中或高中的人
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教育，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
但是教育分流的优势并未对人们现职职业地位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只能通
过教育获得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对现职职业地位获得产生间接影响。中国
的重点、非重点中学校制，导致了后续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影响
了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这些研究结论以中国的资料拓展了布劳 － 邓肯模
型关于教育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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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劳和邓肯的经典社会流动模型中，教育在阶层地位的再生产

过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教育作为自致因素代表着人力资本

水平，衡量了人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进而影响着其职业地位

获得; 另一方面，教育作为中间变量，解释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子代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的效应。在布劳 － 邓肯模型以及后来的修正模型

中，研究者对教育的测量所使用的指标基本上都是受正式学校教育的

年限，却忽视了具有相同教育水平的人所就读学校的不同对其职业地

位获得的影响。本文试图在关注教育水平的影响的同时，考察人们在

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 school tracking) 对其职业地位获得可能存在的

影响。
教育分流是指依据学业考试成绩，将学生分层别类，让学生进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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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学校，按照不同的要求和标准，采用不同的方法，教授不同的内容，

使其成为不同规格和类型的人才( Janes ＆ Harris，1990，转引自乔智，

2008) 。根据教育分流阶段的不同，可以分为小学阶段分流、初中阶段

分流、高中阶段分流和大学阶段分流( 乔智，2008 ) ，根据分流的形式，

可以分为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即依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将学生分配

到不同类型的学校中。
出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高等教育输送合格高中毕业生的目的

( 也是保证经济建设对人才的急需) ，中共中央于 1953 年提出了兴办

重点学校的要求。当时确定重点中学的依据主要是中考和高考的升学

率。城市中学被划分为三类，第一类学校有 70 － 90% 的毕业生能考入

高校，第二类有 15 － 30% 的毕业生能考入高校，第三类基本上与高校

无缘。升学率最高的那些学校被确定为重点学校，能得到最好的老师、
最好的设备及成绩最好的学生。这一政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完

全否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现代化建设的任务迅速摆在中央工作

中最为显著的位置，面对当时的形势，邓小平提出要恢复“重点学校”
制度( 刘精明，2004) 。在当前形势下，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学生

声望、师资配备、基础设施、经费来源等各个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李

海涛，2008) 。是否能够进入重点学校就读，对未来的教育机会获得和

职业地位获得具有重要意义。重点中学制度人为地扩大了学校之间的

差距，正在成为凝固和扩大社会阶层差距的重要机制。尽管择校在不

同的国家、不同的教育制度模式下，有着不尽相同的阶层选择后果，但

择校的潜在目标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好的学校有着更好的教育利益

的回报、更好的升学机会和未来更高的职业地位( 刘精明，2004 ) 。很

显然，中国的中学教育分流制度对教育资源分配、职业地位获得的影

响，都是不应忽视的因素，其效应有可能比受教育年限更显著。
我们以 2008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①( CGSS2008) 资料为主要依

据，把人们的中学教育区分为重点学校( 是指区县级以上重点学校) 和非

重点学校两种类型，用这一变量取代布劳和邓肯经典模型中的教育年限

变量，来考察中国的中学教育分流制度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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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边燕杰教授。作者感谢上述机构及其人员提供的数据协助。



一、教育分流: 经典地位获得模型的一个盲点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布劳和邓肯对美国阶级结构和职业地位获

得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他们运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建立了“地位获得

模型”( 也称为布劳 － 邓肯模型) 。他们认为，个人职业地位的获得受

到先赋因素( 以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来测量) 和自致因素( 以个

人的教育年限和初职地位来测量) 的共同影响。先赋因素对个人职业

地位的获得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间接效应是通过对个人的教

育水平而产生作用的( Blau ＆ Duncan，1967) 。
布劳 － 邓肯的经典地位获得模型为人们理解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

代际传递提供了有力的解释，被学界广泛应用以复验在不同国家、地区

的适用性，以及比较不同工业化程度情形下先赋因素、自致因素的效应

有何变化( Ganzeboom et al． ，1991) 。过去 20 余年间，这一经典地位获

得模型在中国也得到广泛的运用( 李春玲，1997; 李煜，2007; 翁定军、
何丽，2007; 张翼，2004; 许欣欣，2000) 。虽然布劳 － 邓肯模型及其衍生

模型在解释人们的地位获得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些模型都

以受教育年限或教育程度作为教育变量的测量指标，而忽略了教育分

流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以教育分流变量对经典地位获得模型进行修

正。欧美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不同学校类型( 如公立学校和私立学

校) 之间的差异对人们的地位获得存在着显著影响( Kerckhoff et al． ，

1982; Schiefelbein ＆ Farrell，1984 ) ，进入公立学校的人比私立学校的

人，更有机会进入白领阶层。
林大森对台湾高中 /高职和公立 /私立分流的后果的研究发现，就

读于公立高中、私立高中、公立高职、私立高职的学生，在教育成就、职
业地位、收入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其中，在公立高中就读的学

生，最有可能获得以后的高教育、高职业与高收入，相比而言，进入私立

高职的学生最为不利。公立高中学生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14. 73
年，相当于大学专科教育水平; 而私立高中、公立高职和私立高职的学

生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只有 12. 72 年、12. 84 年、12. 23 年，也只是相当

于高中或高职偏上水平。公立高中的学生有 70% 左右的人进入专业

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阶层，而私立高中、公立高职和私立高职的学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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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这一阶层的比例分别只有 51%、50%和 41%左右。公立高中的学生

平均每月收入为 5. 35 万元( 台币) 左右，而私立高中、公立高职和私立

高职的学生分别只有 4. 15 万元、4. 21 万元和 3. 56 万元。概而言之，

从高中和高职的分流，以及公立和私立的分流来看，教育分流对人们的

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明显的影响，但是当人们获得较高教育程度时，能

够弥补较低教育程度分流时的劣势( 林大森，2002) 。
国内有关中等教育分流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分流的分化过程，即

研究家庭背景对进入重点学校的影响( 如方长春，2005 ) ，以及这种分

化过程在不同阶段的变迁( 如乔智，2008) 。关于教育分流对职业地位

影响的成果并不多见。李黎明等人曾就高等教育分流对就业意向的影

响进行了研究，发现 985 高校的学生与非 985 高校学生以及不同专业

的学生在就业单位意向、就业区域意向和就业薪资意向方面都具有显

著的差异( 李黎明等，2009) 。
上述相关研究表明，教育分流可能是社会经济地位代际传递的一

个机制。有家庭背景优势的人更有可能获得优质中等教育资源，并更

有可能获得高等教育机会，进而取得较高的职业地位。然而，关于中国

中等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之间的关系，至今尚未见到基于调查资

料的研究。中国的中等教育分流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究竟如何，教

育分流影响职业地位获得的机制是什么? 都是尚待研究的问题。

二、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

在中国中等教育分流制度下，家庭背景的优势并不直接转化为子

女教育程度，而是通过教育分流而影响子女的最终教育程度。家长对

子女教育初级阶段的各种投资，如购买学区房、参加各种兴趣班、特长

班、各种竞赛等，本质目的是为了他们在将来的中高考中获得加分，从

而进入重点中学( 李煜，2006) 。本研究在布劳 － 邓肯地位获得模型的

基础上，引入教育分流变量，以拓展教育这一中间变量比教育水平更宽

泛的内涵，使这一经典模型适用于中国中等教育分流的情形。图 1 是

我们改造后的模型。① 在这一模型中，我们在家庭背景变量与本人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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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模型没有将初职职业地位和现职职业地位分开表述，是出于整个模型框架的简洁性考虑。



终教育程度之间加入了中等教育分流变量。研究重点是模型中标“?”
的路径系数的估计和检验( 未标明“?”的路径系数表示国内已有相关

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见第一部分) ，即研究教育分流( 包括初中 /重点

初中、高中 /重点高中的教育分流) 对人们教育获得的影响，教育分流

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 包括初职和现职职业地位获得) 的影响。

图 1 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模型框架

根据相应的研究内容，以及本研究的基本观点，作者形成如下基本

假设:

基本假设 1: 进入重点中学的人比进入非重点中学的人最终能够

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
由于重点中学和非重点中学在教育设施和教育经费等方面的差

异，重点中学能够吸引更多优质的教师来参与教学，重点中学学生能够

享有更多教学资源，学生对高阶段教育的期望更高。重点中学的升学

率要比非重点中学高的多，因此重点中学学生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获

得更高阶段的教育机会。因为本研究关注的中学教育分流包括初中 /
重点初中和高中 /重点高中两个层次的分流，因而本研究假设包含两个

具体假设: 即:

假设 1. 1: 进入重点初中的人比进入非重点初中的人最终能够获

得更高的教育水平。
假设 1. 2: 进入重点高中的人比进入非重点高中的人最终能够获

得更高的教育水平。
基本假设 2: 在重点中学就读的人，比在非重点中学就读的人，在

劳动力市场上能够获得竞争优势，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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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重点中学的人能够以更大的优势获得较高的教育地位，所以

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人力资本水平更高，从而能够进入更高地位

的职业工作; 另一方面，重点中学的学生在更多优质教师的培养下或在

同辈群体的榜样效应下，能够形成较高的职业期望和抱负水平，期望自

己将来能够从事更高职业地位的工作，这对他们现实的职业地位获得

也有明显的影响( Swell ＆ Hauser，1975 ) 。另外，重点中学的学生在学

习声望上比非重点中学的学生也要高。重点学校学生的标签对他们将

来找工作也有一定的“光环”效应。重点中学学生的这些优势都是非

重点学校学生所不具有的，这些成就了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优势地

位。由于人们的职业地位包括初职职业地位和当前职业地位，以及重

点中学教育分流在本研究中包括初中 /重点初中和高中 /重点高中两个

层次的分流，因此本假设实际包含了四个具体假设，即:

假设 2. 1: 就读重点初中的人比就读非重点初中的人能够获得较

高的初职职业地位。
假设 2. 2: 就读重点高中的人比就读非重点高中的人能够获得较

高的初职职业地位。
假设 2. 3: 就读重点初中的人比就读非重点初中的人能够获得较

高的现职职业地位。
假设 2. 4: 就读重点高中的人比就读非重点高中的人最终能够获

得较高的现职职业地位。

三、研究设计

( 一) 分析策略

本研究重点分析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

教育分流对人们教育获得和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在以往地位获得研

究中，一般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来分析各变量对地位获得的影响。本研

究沿用以往分析思路，以布劳 － 邓肯模型作为基本模型，采用逐步回归

分析方法，将初中教育分流和高中教育分流分别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到

多元回归模型中，比较基本模型与扩展模型之间的解释力，从而判断教

育分流的解释力以及教育分流能否成为代际传递的中间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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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变量设计

1. 因变量

( 1) 被访者教育程度。在作为因变量时，根据教育年限来测量。①

在作为自变量时，采用四分类测量，②即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及同等

学历，大学专科及以上等四个类别，以小学及以下作为参照变量。
( 2) 被访者职业地位。包括被访者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第一份职

业和当前职业地位( 或退休前最后一份职业) ，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

指标( ISEI) 来测量。③

2． 核心自变量

( 1) 教育分流。包括初中教育分流和高中教育分流。具体测量是

根据被访者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 含同等教育) 是否在区县级及以上

重点学校就读过，包括直接升学到重点中学和中途转入到重点中学等

多种情况。重点学校编码为 1，非重点学校编码为 0 ( 作为参照组) ，处

理过程中，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被访者被作为缺失值。
( 2) 被访者家庭背景。在地位获得模型中，家庭背景通常根据父

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来测量。父亲的职业地位和教育程度根据被

访者 14 岁时的情况来测量。职业地位的测量方面与被访者职业地位

的测量相同。教育程度被合并为五分类变量，即从未上过学，小学及以

下，初中，高中及同等学历，大专及以上等五个类别。
3． 控制变量

( 1) 性别。男性编码为 1，女性编码为 0( 作为参照组) 。
( 2) 年龄。根据被访者的出生年份来测量，并在样本选择时，控制

年龄的范围在 18 － 70 岁之间。在现职职业地位获得模型中，还使用了

年龄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因为年龄因素通常也被作为工作经验的一

个测量指标，并与人们职业地位获得呈倒 U 型关系，即随着年龄的增

长，人们的工作经验更加丰富，但是超过一定年龄阶段以后，年龄也将

成为人们的负担，影响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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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根据从小学开始，被访者一共接受了多少年教育来测量，部分缺失值根据被访者的实际

教育程度填补。
在实际调查中，分为从未上过学、私塾、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专、技校、大专
( 非全日制) 、大专( 全日制) 、本科( 非全日制) 、本科( 全日制) 、研究生及以上和其他等
14 个类别，编码依次为 0 － 14。
根据数据库提供的被访者初职、现职的国际职业分类标准( ISCO88) 进行程式转换得到。



( 3) 户口。根据被访者出生时的户口状态来测量，城镇户口编码

为 1，农村户口编码为 0，以此来控制户口对人们教育和职业获得的城

乡效应。

( 三) 数据来源及分析模型
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 2008 年度全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所获得的数据。
该调查以 2005 年 1% 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抽样框，在全国 28 个省、
市、自治区的城市、城镇范围内采用分层的四阶段 PPS 不等概率系统

抽样，共完成城乡样本 6000 个，①本研究在分析前对样本进行了初步

筛选( 样本的年龄在 18 － 70 岁之间，并剔除了少量从未参加过工作的

被访者) ，共获得有效样本 5515 个; 在实际分析中对样本进行了加权处

理。表 1 是本研究使用数据及变量的基本频次描述。
2． 分析模型

本研究主要关注被访者中学阶段( 包括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 的

教育分流对他们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及中间过程，主要因变量都是连

续型变量，因而采用一般线性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Y = a + b1X1 + b2X2 +…… + biXi

其中，Y 表示被访者的教育年限( 或被访者初职、现职职业地位) ;

X1、X2……Xi 分别表示相应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 具体见相

关统计模型) ; a 是截距，表示各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为 0 时，因变量的

平均取值; 回归系数 bi 表示各变量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

Xi 改变一个单位时，因变量 Y 的平均改变量。

四、研究发现

( 一) 中学教育分流与后续教育机会获得

为了分析初中 /重点初中和高中 /重点高中教育分流对后续教育机

会的影响，根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8 ) 数据资料，本研究通过

逐步回归方法，逐步将初中教育分流和高中教育分流分别纳入基本分

55

论 文 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

① 详细的问卷设计、抽样设计( 含加权方案) 及相关资料请访问: http: / /www． chinagss． org。



表 1 样本及变量基本情况描述统计

变量 编码 取值
加权之前
N =5515 比例( % )

加权之后
N =5593 比例( % )

性别
0 女 2800 50. 8 2796 50. 0

1 男 2715 49. 2 2797 50. 0

年龄 ［18，70］
平均值: 43. 2 岁 平均值: 43. 7 岁

标准差: 12. 9 岁 标准差: 12. 8 岁

户口
0 农业户口 3541 64. 2 4336 77. 5

1 城镇户口 1974 35. 8 1257 22. 5

1 小学及以下 1800 32. 6 2372 42. 4

教育程度
2 初中 1662 30. 1 1741 31. 1

3 高中及同等学历 1282 23. 2 1020 18. 2

4 大专及以上 769 13. 9 457 8. 2

初中学校
0 非重点学校 3402 91. 6 3021 93. 8

1 重点学校 313 8. 4 200 6. 2

高中学校
0 非重点学校 3170 85. 3 2847 88. 4

1 重点学校 545 14. 7 374 11. 6

初职职业地位 ［16，88］
平均值: 33. 5 平均值: 29. 7

标准差: 17. 7 标准差: 16. 8

现职职业地位 ［16，88］
平均值: 35. 4 平均值: 31. 3

标准差: 18. 2 标准差: 17. 4

1 小学及以下 1889 34. 3 2172 38. 8

2 初中 2015 36. 5 2125 38. 0

父亲教育程度 3 高中及同等学历 904 16. 4 785 14. 0

4 大专及以上 524 9. 5 406 7. 3

缺失数据 180 3. 3 103 1. 8

父亲职业地位 ［16，88］
平均值: 28. 7 平均值: 25. 5

标准差: 18. 9 标准差: 17. 3

析模型中，最终形成联合模型，分析结果见表 2。
在基本模型中，未放入教育分流变量。本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包

括父亲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对人们的教育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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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教育获得研究的结论非常一致，即拥有家庭背景优势的人( 父

亲教育程度高，或者父亲职业地位高) ，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程度。但

是，在模型中加入教育分流效应时，家庭背景的作用发生了显著变化。
在初中教育分流模型和高中教育分流模型中，与基本模型相比，父亲教

育程度的显著性程度未变，但是回归系数明显变小，即父亲教育程度对

子女的教育程度影响程度减弱; 父亲职业地位对子女教育程度影响的

显著性及回归系数均明显减弱。这两方面都说明，教育分流是家庭背

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的中间变量，当控制教育分流效应时，家庭背景的

效应开始减弱或消失，因此教育分流也就成了家庭背景代际传递的中

间机制之一。
从教育分流本身的效应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在重点初

中就读的人其平均受教育年限比未在重点初中就读过的人多 1. 45 年

( p ＜ 0. 001) ，假设 1. 1 成立; 在重点高中就读的人其平均受教育年限

比未在重点高中就读过的人多 2. 29 年( p ＜ 0. 001) ，假设 1. 2 成立。因

而，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本研究的基本假设 1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可

以认为在重点中学就读的人比在非重点中学就读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

教育水平。
从初中教育分流效应和高中教育分流效应的大小及显著性程度来

看( 见联合模型) ，高中教育分流的效应更加明显( 从标准回归系数的

方向、大小及显著性来判断) ，对于那些初中未曾在重点中学就读，而

高中在重点中学就读的人来说，最终获得了最高的教育水平，相反对于

那些初中在重点中学就读，而高中未曾在重点中学就读的人来说，最终

获得的教育水平最低。

( 二) 中学教育分流对初职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

表 3 是初职职业地位( ISEI) 获得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统计结

果。基本模型是以布劳 － 邓肯模型中主要变量为基础构建的，在此基

础上逐步加入初中教育分流和高中教育分流的效应，分别形成了初中

教育分流模型、高中教育分流模型及联合模型。
在基本模型中，教育程度在人们的初职地位获得过程中具有绝对

优势地位。教育程度越高，其初职职业地位也越高。相对小学及以下

文化程度者来说，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其初职平均职业地位

( ISEI) 增加 28. 6( P ＜ 0. 001 ) ;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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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对应的初职平均职业地位分别增加 13. 6( p ＜ 0. 001) 和 6. 2 ( p ＜
0. 001) 。父亲教育程度对子女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不明显，这与

布劳 － 邓肯模型的基本发现一致，父亲的教育优势主要通过子女的教

育分流和教育获得来对子女的初职地位产生间接影响。在基本模型

中，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初职地位也有显著影响( 但影响力不及本

人教育程度对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 。因此，布劳 － 邓肯模型和中国

人地位获得研究一致( 张翼，2004) 。
在教育分流模型中，初中教育分流对初职职业地位没有显著影响，

是否在重点初中就读在初职职业地位方面并无明显的差异。相对来

说，高中教育分流的作用则十分明显，曾经在重点高中就读的人相对在

普通高中就读的人来说，其初职职业地位平均增加 4. 3 ( p ＜ 0. 001 ) 。
在联合模型中，初中教育分流有显著性，但是回归系数是负值，与高中

教育分流的效应相反。因而，研究假设 2. 1 不能成立，初中教育分流对

初职职业地位的影响需要通过高中教育分流及最终教育获得才能显现

出来，研究假设 2. 2 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 三) 中学教育分流对现职地位获得的影响

表 4 是现职职业地位( ISEI) 获得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的统计结

果，包括基本模型、初中教育分流模型和高中教育分流模型及联合模

型，模型构建的方法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模型。
在基本模型中，教育程度、初职职业地位及父亲职业地位对人们当

前职业地位( 或最近一份工作) 具有显著的影响。相对只有小学文化

程度的人来说，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其现职平均职业地位增加 2. 2
( p ＜ 0. 001) ，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其

当前职业平均职业地位分别增加 5. 9( p ＜ 0. 001) 和 10. 7( p ＜ 0. 001) 。
初职职业地位对人们当前职业地位的影响力最强，标准化回归系数为

0. 686( p ＜ 0. 001) ，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初职职业地位平均

每增加( 或降低) 一个单位，其现职职业地位将会增加( 或降低) 0. 686
个单位。父亲职业对现职职业地位的影响，同对初职职业地位的影响

类似，都呈正向相关关系。另外，由于初职职业地位的显著解释力，整

个模型的拟合优度也非常高，达到 0. 661( 修正后，p ＜ 0. 001) 。
但是，从初中教育分流模型、高中教育分流模型及联合模型来看，

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均未对人们的现职职业地位产生显著影响，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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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中参数变化不大，显著性及模型的拟合优度均未发生变化。因而，研

究假设 2. 3 和 2. 4 均不能成立，说明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并不能对人

们的当前职业地位产生直接影响，只能通过最终教育获得和人们的初

职职业地位来产生间接影响。
从本研究的假设 1. 1 到 2. 4 的数据检验结果来看，研究假设 1 得

到了数据支持，研究假设 2 也得到了部分支持。也就是说，中学教育分

流对人们的后续教育机会获得及职业地位( 尤其是初职) 获得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成为家庭背景优势代际传递的中间机制之一。

五、总结与讨论

以往研究强调教育作为阶层再生产机制、探讨家庭背景与教育获

得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将教育作为一种同质性变量或转化为受教育年

限变量，重视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的差异( 如大学教育程度和高中、初

中、小学等教育程度之间的差别) ，而忽视了由于所接受教育的学校在

教育经费、教学设施、师资配备等多方面的差异所导致的即使是具有相

同文化程度的人，他们的文凭的“含金量”也会有所不同，而这种不同

正在成为中国社会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之一。
本研究强调中学阶段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教育分流对中国城

乡居民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作用及机制，认为在中学阶段( 包括初中

和高中) 接受过重点学校教育的人能够获得更高的教育程度，并在地

位获得过程中( 初职地位获得和现职地位获得) 占有优势。
我们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08) 数据资料，对本研究的基

本观点进行了检验。跟以往教育分流与社会分层研究类似( 如林大

森，2002) ，本研究发现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教育分流对人们的教

育获得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存在显著影响，对现职职业地位获得没有

明显的直接影响。接受重点学校教育的人能够显著地获得较高教育水

平，并最终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相对来说，初中阶段的教育分流效应

要比高中阶段的教育分流效应弱，尤其在初职地位获得过程中，初中教

育分流的效应需要通过高中教育分流才能呈现出来。
本研究尝试将教育分流研究和社会分层研究联系起来。一方面，

将教育分流作为阶层再生产的一种中间机制，而不是仅仅将教育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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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再生产的工具; 通过中学阶段的重点学校教育分流来考察社会分

层的机制，使我们更加清楚家庭优势地位传递的过程。教育分流影响

人们的教育获得，继而影响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丰富了阶层再生产的

理论解释。另一方面，将社会分层作为教育分流的一种后果来研究。
以往教育分流研究，主要研究家庭背景与教育分流之间的关系，如乔智

( 2008) 、方长春( 2005) 等，或者研究教育分流如何导致了教育不平等，

如李海涛( 2008) ，本研究将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教育分流研究纳入

社会分层研究的框架中，分析了教育分流过程对社会阶层分化的影响，

拓展了教育分流研究的领域。
虽然 本 研 究 的 基 本 假 设 总 体 上 得 到 了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 CGSS2008) 数据的支持，能够阐明教育分流如何影响人们职业地位获

得的过程，但是，由于样本本身的原因，使我们在做全国样本推论时还

存在一定缺陷。这主要包括: 第一，总样本数量的限制。经过筛选后的

样本只有 5515 个，在有效样本中，在重点中学就读的样本比例偏低( 尤

其是初中阶段的重点中学比例) ，因而很可能因为样本偏差而对统计

结果产生影响。第二，只研究了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事实上，中国重

点学校制度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学，而是从小学阶段开始就存在这种重

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的差异，一直到大学阶段仍然如此。相对于重点

中学而言，重点大学的学校声望对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标签效应更

加重要。但由于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样本总量较小，且包含专科、本

科、研究生等不同阶段以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不同学制的区别，很难

进行细分，因而本研究只能以中学阶段的教育分流作为阶层再生产的

中间机制。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更加重视大学阶段教育分流对

人们职业地位的影响作用及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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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the role of law enforcement and order maintenance．

Laying Social Justice a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Safety
Wu Zhongmin 17
………………

…………………………………………………

Abstract: Currently，various social contradictions become more and more prevalent in
China．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has lagged far behind economic development，particularly，social jus-
tice，which is the core cont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is seri-
ously compromised in China． The author argues that social justice is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safety; it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t is an im-
portant lever to mitigat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t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s with positive interactions; and it is the major way to
build the olive-shaped social structure． Only through maintaining and enhancing so-
cial justice，we could effectively resolve and alleviate social contradictions，and con-
sequently ensure the safe and st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State Building and the Installation and Change of the Xinfang System in
China Since 1949 Feng Shizheng 25…………………………………

Abstract: Looking from the angle of state building，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the in-
stallation and evolution，as well as the logic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China’s xin-
fang system since 1949 as an outcome of the state-building process． It argues that
born from the state’s political ideology of“mass line”，the xinfang system was con-
ceived to be able to achieve two fundamental purposes，that is，to mobilize the socie-
ty for political ends，and to resolve societal grievances． Though xinfang work is re-
quired to integrate and balance the two goals，in practice，from 1949 to 1978，the
xinfang system was manipulated to primarily serve political goals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petitioners were often bent to meet the state’s political needs． This particular
orientation of xinfang work led to the revolutionization of the xinfang system itself and
the aggravation of societal grievances as well． Therefore，since 1978，the state has
tried to turn the xinfang system into an apparatus to appease societal grievances． As a
result，the xinfang system has undergone massive bureaucratiz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state's headache is to cope with the contentious actions taking advantages of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unintendedly created by the xinfang system．

Middle School Tracking and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in China
Wang Weihai ＆ Gu Yuan 48……………………………………

Abstract: In Blau-Duncan’s status attainment model and other related researches，
education was used as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 for stratum reproduction，bu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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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school tracking on status attainment is largely neglected． This paper argues
that middle school tracking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tratum reproduction in China
and should be studied carefully． Using data from CGSS2008，this study finds that ru-
ral and urban residents attending key junior or senior middle school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higher levels of education，leading to higher occupational status in the labor
market as a result． Middle school tracking does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people’
s current occupational status，however，it exerts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influencing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first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Therefore，Chi-
na’s key middle school system has exacerbated opportunity inequality in higher edu-
cation，and consequently affects people’s occupational status attainment． Using em-
pirical data from China，this study expands and complements the Blau-Duncan's mod-
el regarding the role of education as the intermediate variable for status reproduction．

Social Networks and Female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Tong Mei 67
………………

………………………………………………………

Abstract: Sociologists point out that people have sexual preferences in building their
social networks，which leads to gendered job-search outcomes and partly explains oc-
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Based on 2009 JSNET survey of eight cities，this pa-
per investigates how social networks influence China’s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
tion with an analytical focus on urban female workers． The main findings are three-
fold． First，the survey respondents have the tendency toward sexual homogenization
in their social networks，and both males and females are likely to contact same-sex
relatives and friends． Second，females using strong ties for obtaining their jobs tend
to work in female-dominated occupations． And finally，females who use weak ties for
obtaining their jobs tend to work in gender-neutral or male-dominated occupations．

Cultur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hanghai social quality survey data Jin Qiao 84……………………

Abstract: One of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democratic politics is rational
and orderly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ased on 2010 Shanghai social quality survey da-
ta，this study tries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
ticipation and u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Shanghai residents，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cultural capital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an exploratory study，
the author distinguishes education from cultural capital，and divides cultural capital
into three categories of embodied，objectified，and 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
It is found that education improves the level of un-institutionalized political participa-
tion significantly． Cultural capital，especially the embodied category，has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kind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elective Pressurizing-Responding: An organizational study of the beh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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